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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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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的范围，并不限于学校的课程方面，如由负责同志们报告或从中国寄去的向导

周刊、新青年杂志及前锋季刊等，都是我们研究和讨论的题材；同时指定一部书分章一

同阅读逐章讨论等等。据同志们说：当彭述之在那里时常作报告向同志们讲解各种问

题，从历史唯物论、经济学乃至中国历史等等，对他们作了很多的贡献。自一九二四年

七月彭述之回国后，继任的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他也是湖南人，是同彭述之同时去莫

斯科的（一九二一年），他有魄力，且有相当的鼓动才能。从他的中文程度，和一般科

学知识看来，他在国内所受的教育并不高，而阅读的书籍也不甚多，因而缺乏一般的知

识。但由于他在俄国的时间甚长，俄文很好，同时又参加了俄国党，直接受到列宁传统

的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因而具有一般的理论水准和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自他继任书记

后，也时常作报告。虽然他的题材仅限于从俄文中所能获得的材料加以处理和发挥，而

不能运用历史或其它知识加以比拟和发挥，使其现实化而易于了解，不致感到单调和偏

向，但这些报告对于同志已经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了。 

我们除了听取这种报告外，常常全体集会讨论从中国寄去的向导周刊、新青年杂志以及

前锋季刊上的重要理论性的文章。至于同读一部书分章讨论，那是在每一个星期小组会议上

进行的（当时读的是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的ABC》。当我们集体讨论彭述之回国后所作的第

一篇长文，题为《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运动》时，我们一致认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有系统的

分析和叙述从鸦片战争（1900）开始，英帝国主义以大炮轰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后，英帝国

主义从此便在中国获得商业经济上的特权，因而，法、美、德、俄、意、日各帝国主义也都

争先恐后地向中国这个大市场时发，经过一系列的灾祸，如“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

争”、“中日战争”……直到义和团起事之前夕，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

各方面已经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已逐步沦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了。 

彭述之在阐述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侵略之后，他

列举了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图表、数字和统计，以资证据；同时，他对义和团的成分、经

济背景及其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原因和意义，作了客观而科学的分析。由此，他作出了一个

结论：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农民群众受了帝国主义的过分压迫而起的一种反帝国主义之民族革

命运动。” 

这个结论，在我们讨论了他的整个内容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实际上，它不但打破了一

般人的所谓“野蛮排外”或“拳匪之乱”的传统观念，使那些当代的史家和教授们，如胡适

等大为吃惊，他们高声地喊出了同样的声音：“这种说法是推翻了中国的历史传统，这是中

国历史的翻案”；同时，即在共产党里也确定了一个正确的观念。在此之前，党内从来没有

确定上述彭述之对义和团运动所作出的这个结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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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当我们讨论彭述之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国民革命专号）上写

的一篇题为“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这篇文章时，大家都认为：他的这篇文章，在理论上

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本身的利益加以详细分析和阐

述，以及它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可能起的作用，也客观地给以分析和估计。他首先从中国的

资产阶级说起，都有详细的分析。从分析中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帝国

主义和军阀的，因而他说： 

“要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和领导者，宁非梦

想”。他并列举资产阶级在历次的反帝和反军阀的斗争中总是站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方面。 

彭述之在对资产阶级作过分析和估计后，跟着便对工人、农民、乃至各种小资产阶级分

子，如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小商人，以及游民无产阶级等，都按其各自的经济背景和在国

民革命中的作用加以分析和估计，他所得出的答案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受外国资本家的

剥削与压迫，因而仇视帝国主义和军阀，革命的要求特别强烈，并列举工人阶级包括知识分

子在内，假如工人在反帝国和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中起着何种作用，他们是会跟着工人走

的。因此，彭述之在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本身的利益和在国民革命中起着何种

作用，并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性后，他得出一个总的结论： 

“我们分析以上各种阶级，除开游民无产阶级外，差不多是与工人阶级接近的，容易受

工人阶级的暗示与指导。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

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识之趋向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

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 

上面的这个结论，已经回答了“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他的文章的题目。但由于他的

思想不是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革命为满足，因而他又补充了以下的意见： 

“可是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绝不限于国民革命，绝不限于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它

自有更伟大的使命，最终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它一方面须极力领导国民革命到

底；另一方面又须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 

当我们认真而详细地讨论了这篇长文之后，我们发现在这篇文章中，他虽然没有提到陈

独秀的名字，但却是针对着陈的那篇题为“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

二月前锋季刊第2号）一文而写的。他从中国各阶级（从资产阶级一直到无产阶级）的经济基

础及其本身的阶级利益、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它们的反动性和革命性的分析中，客观上已

经驳斥了陈独秀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工人

阶级的数量少，知识缺乏，不能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同时，在同一期新青年杂志上，我

们也看到了陈独秀的一篇题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的教训”一文。他在这篇文章

中，根据“戊戌变法”，“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中国历次的国民运动的事实教训中，得

出了如下的结论： 

“二十余年以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

—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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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必须它

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

者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

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从陈独秀的这篇文章看来，他已放弃了以前的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立场，而接受了

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正是莫斯科东大的中国同志所支持的。在此之

前，同志们认为陈独秀和那篇“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文章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以

为然的。但自此以后，关于这个问题，即谁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无论在向导和新青年杂志

及前锋季刊上，都没有不同的意见了。 

除了一般的学科阅读研究和讨论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外，我们的小组会议上还讨论革命

党——共产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关于一般的组织纲领，比较容易了解。但我当时觉得在讨论

到“民主集中制”时，就很难了解而感到有些抽象，虽然讨论了好几次。因在那里所过的生

活，还不是正式的党的生活，不能从现实的当的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去体验“民主集中

制”的真实内容和他对于一个革命党的重要性。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到我回国后，参加实际

工作的过程中，才获得了解。 

我当时深深地感觉到：旅莫支部领导层同志，对党员和团员的教育从各方加紧进行，确

实加速提高了同志们的理论水准；同时，实行严格的批评制度，而这种批评，不但在各小组

会里进行，于必要时还在全体大会上进行。但不管开全体会议进行批评与否，中国旅莫支部

的执行委员会每月必须集合各小组的相互批评，制成一幅批判图案，每一成员均站一块地

位。写成之后，就把它以图钉钉在人人必须经过的宿舍宽大的走廊的墙壁上，等于一月一次

的判决词。同志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去阅读自己的或别人的判决词。那些曾经受过批评

的同志，当然是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但那些曾经获得好评的分子，他们是怀着一颗自信和

愉快的心去欣赏自己荣誉的称许和鼓励的词句的。我当时有点感觉得这种公开批判的制度，

有利亦有弊：那些获好评者固然可以得到鼓励，而更发挥其所长；但那些获坏评者，则会伤

害其自尊心，而日渐失去信心，可能使其自暴自弃。 

这种批评制度，本来是为教育、鼓励和纠正同志的错误和缺点的，但假如实行起来不适

当或机械，那就会实得其反，它将变成为摧毁同志的自尊心，而使其自暴自弃或消沉萎靡。

尤其是把批评文公布出来贴在墙上的办法更不妥当。我以为：假如发现同志之中有错误或缺

点，小组会上批评还嫌不够的话，执委可派人与其私自谈话，批评某些错误或缺点，而不必

让他人知道。这样，既可以达到批评的目标；同时还很能够保持每一个人应有的自尊心，改

正其错误或缺点可能更有效力。据同志们说，这种批评制度，以前是没有的。我当时只是模

模糊糊地觉得有点不妥当，但不知其所以然。事后想来，这是从苏联共党内斯大林对付托派

的作风中反映而来的。尤其到了1925年初，这种批评制度更是变本加厉，这自然也是斯大林

官僚制逐渐发展的结果。但当时的中国旅莫支部不但没有一个托派，而且也不知道托派究竟

是怎么一回事；而领导层中也没有一人有官僚的表现，只是他们无条件地信仰苏联，联共叫

他们怎样做，他们就忠实的执行，不过执行的方式，按照他们各自的性格作风不同表现出来

的轻重不同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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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使我深深感觉到的是当时党和团对同志课外的教育方法有些浪费精力和机械。例

如把许多的时间消耗于个别的谈话中。执委决定每一个同志每星期必须有一张报告表给其所

属小组书记，上面必须填写同几个同志谈话的名字和内容。因此，弄得大家很不自然地硬去

找人谈话，来报销这一个星期的工作。为了报销工作而谈话，那么这种谈话必然产生敷衍和

虚伪的弊病。至于谈话的内容，第一次多半是相互报告自己的历史，以便彼此容易了解，我

觉得这倒有相当的意义和必要。因为要想深刻地了解一个同志，必须首先知道他或她的出

身、环境以及其重要的思想发展和历史过程，但时间愈久，谈话的题材便感缺乏，只好硬找

一些题材来谈，这就有点浪费时间和精力了。而且我们空余的时间很少，因此大家都是利用

从宿舍到学校，或从学校到饭堂沿途走路的短暂时间来谈谈，彼此心里都明白这是为了填报

告表的。我对于这项工作深感麻烦和机械，感到这是一种浪费，因而我每星期谈话的报告是

比较少的，因此，他们之中，即领导层中有人批评我的活动不普遍。 

谈到填写谈话报告表问题，使我回忆起一件有趣的故事：我从许多同志中听到一种流

言，说蔡畅谈话的报告表中，同她的丈夫李富春的谈话过多，而同其它的同志谈话太少。这

种流言和批评，假如是在一种正常的生活环境之中，是不会有的。他们在法国时便是夫妇关

系，据说当他们从法国到莫斯科后，便向旅莫支部的负责者要求一间小房子两人住在一起，

这本是一种合乎人情的要求。但由于当时的环境特殊，将近百人的中国同志，年龄多半在二

十五岁左右，有的还年长一点，年轻的很少，全都是过的独身生活，是一种变相的僧侣生

活，男的都分别几个房间住在一起；女的当时只有和另一个女团员住一间房子。因此，李富

春和蔡畅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他们虽是夫妇，但都是学生，不能享受特权。这样蔡畅和她—

—同来的女同志郭隆真住在我们的房间里，李富春则和其它的同志信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之

下，他俩只有寻找课余的时间相互接触，私人谈谈，当然就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和其它同志普

遍的谈话、这本是一种合乎常情的事，但由于当时他们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环境之中，大家差

不多都有一种微妙的歇斯底里的变态心理（佛洛以特或其它性心理学专家可以分析这种变态

心理），因而他们遭受到近乎笑话的流言和批评。 

在1925年3月8日，全苏联举行隆重的纪念会，节目都是演说和游艺。全东大各民族的学

生，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那一天下午，都齐集于莫斯科一所大会议厅里，举行庄严的纪

念会。主席团就座后，主席致开会词，接着就是一位德国的老革命蔡特根（CLARA ZETKIN）

莅临讲台了。她是德国老社会民主党左派，她同李卜克拉西、卢森堡、墨林（马克斯传作

者）同组织斯巴达卡斯，为德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看来她当时的年龄在七十以上，从他演

说时那种热情洋溢和激动的声浪，就可以看出她急进的女革命家的性格。由于她的年龄和演

说时过于热情和激动，因而当演说完毕时，她几乎昏倒，仿佛连气都透不过来。她对这个纪

念日之所以特别激动，是由于在1910年世界各国前进的妇女于3月8日在丹麦的京城哥本哈根

集会，由蔡特根提议定是日为国际妇女节。因而，往后“三八”便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前进妇

女所纪念的国际妇女节了。 

当蔡特根演说完毕后，就是表演各种游艺的节目，有歌舞、戏剧、魔术和其它技艺等，

一直继续了数小时才欢尽而散。 

晚餐后，我被二处的晚会主持者邀请演讲（当然是预先同中国旅莫支部负责者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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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处是在莫斯科的露天大会，主席是一位年轻而健壮的俄国女同志，到会的全都

是妇女。当主席团的人员就座后，主席就宣布开会，并介绍我作演说，由袁庆云翻译。当我

的演说完毕后，即被他们举起来，然后热烈地拥抱我，稍停片刻，袁庆云马上带我到第二个

演说的地方，那是莫斯科的一座大戏院，规模宏伟，建筑亦颇富丽堂皇，到会的差不多也是

妇女，但由于规模甚大，也有许多男子，即到会妇女的丈夫参加其中。当我在讲台上演说

时，我的视线曾不断地投射听众的面上，窥视到她们对于中国女同志的演说，表现极有兴趣

的神情。这次的翻译是由一位中文很好的俄国同志格利哥尔担任的（他在哈尔滨多年，因而

中文很好）。我的演辞并不限于发挥“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意义，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

是着重于把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同俄国的十月革命联在一起。我强调说：“处在重重压迫之

下的中国妇女，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把中国的革命推向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把妇女

带到像俄国的妇女同样的解放状态；而且苏联妇女的解放，不过是世界妇女解放的一个环

节，不过是世界妇女解放的一个范例。我希望苏联的女同志特别注意和帮助世界妇女的解放

运动，尤其是落后国家，像中国一样的国家的妇女运动，以期在未来的“三八”国际妇女节

这一天，全世界的妇女都能够像今天苏联的妇女纪念这个纪念日的情形一样”。（当然，我

的演说辞比我现时所能记忆的比较长而复杂得多，但我现时没有可能记忆完全，而只能记忆

其要点。此演说全文已发表在莫斯科一个妇女杂志上，我当时曾有一份，但后来回国时不能

携带，甚至连杂志的名字也忘记了。） 

当我演说完毕，就进行各种游艺节目。格利哥尔请我和袁庆云一同在戏院楼厅的咖啡室

喝咖啡，闲谈片刻，我们便一齐坐在舒适的红丝绒座位上，欣赏晚会的游艺节目。我们一直

留到深夜晚会兴尽而散，我满怀着愉快的心情，踏着轻快的步伐同袁庆云一道边走边谈地回

宿舍。 

1925年3月，由于国内革命运动的生长，需要工作人员，中共中央打电报叫罗亦农立即回

国，王若飞亦愿同往，旅莫支部执委决定他们二人一同回国，于3月9日他们就离开莫斯科

了，罗亦农回国后，继任旅莫支部的书记为王一飞，他是浙江人，具有浙江人的温和性格，

老好人，对同志的态度很友善，人缘甚好，但缺乏像罗亦农那样的魄力，尤其身材矮小，更

显得他平凡无力。执委中原有袁庆云、刘伯坚、陈乔年照旧，但补进李富春。青年团的负责

者李求实参加，但并非正式执行委员。 

李富春，湖南长沙人，具有长沙商业城市人的圆滑，看风转舵，短小精干，颇有外交手

腕，他从不出面批评别人，只是在幕后支持执委中多数的一方。 

李求实，湖北人（武汉），面目清秀，女人气质相当浓厚，说话总是低着头，低声细

气，活像一个思想尚未解放的女人，缺乏男子的风度和气魄，小家气，说话有些刻薄，但他

有某些聪明。由于他是武汉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当我和其它四个同学加入青年团

时（一九二二年四月），刘昌群、李书渠和他均为武汉青年团负责者之一，因而他被选为旅

莫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者，参加执行委员会。自他参加执委后，对同志们的监视和批

评更为苛刻。假如他发现某同志的思想有问题时，他就在执委会中提出来，执委中的几个

人，首先陈乔年积极支持，因他当时的思想在某些问题上，尚未成熟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还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而容易接受李求实对同志的某些过分苛刻的批评，尤其是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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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派去的大学生，对工人同志或从法国派去的知识份子比较宽容（因从法国去的知识

分子都曾做过工。可称为工人）。 

陈乔年为陈独秀之次子，陈延年之弟，他们于1922年末从法国勤工俭学转入东大。他本

是一个体格标准（略嫌单薄），脸庞白净，两颊经常泛着红云，大家都叫他鸦普洛果（俄文

即苹果）。他学习很认真，本质亦好，但嘴有点刻薄，尤其开玩笑时总是很粗鲁。同他的形

象颇相称。这也许是由于当时不正常的生活所招致的精神变态。刘伯坚在理论和组织观念方

面都有相当的修养，旧文学也有根底，口才甚好，这差不多是四川人的特长。但由于他仍旧

保存着相当浓厚的土生活方式和旧道德观点。虽然他在法国多年，但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

多半处于法国里昂一隅，即住在巴黎的，他们所接触的仍旧是中国人，生活也是偏向的，因

而他们除了从书本、报章杂志上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外，而没有同法国人的生活联系；更

由于贫穷，没有享受过先进国家现代的化的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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